
 

 

                     日本的中国道教研究印象记 

 

 

                             葛兆光 

 

 

                            一  引言 

 

    关于日本对中国道教的研究，本来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甚至上世纪末，并数出一长串日

本学者的名字，比如明治末年就写过《道教之研究》的妻木直良、和鲁迅谈过话并较早研究

道教的桔朴、考察过白云观还写过道教史的小柳气司太、以佛教学者兼涉道教的常盘大定，

以及后来的福井康顺、吉冈义丰、洼德忠、大渊忍尔、酒井忠夫等等，不过，这里讨论的是

二次大战以后特别是近期的日本道教研究情况，所以我想从一九五○年道教学会的成立和一

九五一年《东方宗教》这本以研究中国道教为主的刊物的创刊说起。 

    一九五○年，沉寂了几年的日本道教研究界重新活跃起来，一系列的研究报告发表之

后，十月十八日下午，在东京大学的一间教室里，一批日本著名汉学家在一起召开了战后道

教学会成立的纪念演讲会，酒井忠夫作了《民众道教与善书》的报告、洼德忠作了《金元时

代道教教团的性格》的报告、道端良秀作了《唐代的道教教团》的报告、福井康顺作了《六

朝道教的道流》的报告、冢本善隆作了《我看道教》的报告，这些日本汉学界功力深厚、久

负盛名的学者的演讲，实际上预示了日本战后道教研究的复兴。一年以后，作为道教学会会

刊的《东方宗教》在东京出版，第一期创刊号上发表了福井康顺的《神仙传考》、宫川尚志

的《茅山道教的起源和性格》、洼德忠的《关于道教清规》、泽田瑞穗的《罗祖的无为教

（上）》、道端良秀的《山东道教史迹巡礼》等等，不仅战后几乎所有道教研究的重要学者

都已经出场，而且在“发刊辞”里特意说明的“（道教）与中国人生活浑然一体”，正表明

了他们改变道教研究落后于其他宗教研究的心情。 

    四十多年过去，曾被称为宗教研究中“未开拓”的“荒地”的道教研究在日本已经从佛

教研究的“附庸”变成了“大国”，我们尚没有近年道教研究的全部材料，但京都大学人文

科学研究所编《东洋学文献类目》（1990）和井泽耕一编《道教关系著书论文目录》

（1990）中所收的道教论著篇目[1] ，就可以向我们展示一九九○年这一年间日本同行的成

就。顺便可以说到的是，去年我到日本时，很意外地发现，日本的道教研究，似乎比我们能

够想象的还要热烈，就连一些原来并不是研究道教的专家，现在也涉足了道教的研究，甚至

写出了有很高水平的论著，这使我一直在想，这究竟是为什么？ 

 

 

                  二  重估历史：日本道教研究的动因 

 

 

    首先，我想这大概和日本学界对中国道教与日本思想之间隐藏得很深的关系的重新认识

有关。本来，学者对于异国的理解常常是以本国的情况为“理解的基础”和“兴趣的前提”

的，在过去的日本汉学家看来，就象日本文化中儒学与佛教是主流社会的正宗一样，儒学和

佛教是中国文化的正源，所以研究儒学和佛教的汉学家最多，也最有成就，至于道教研究，

最初除了极少数学者之外，相当多的是属于佛教研究者的捎带“副业”和思想史研究者的偶

然“旁鹜”[2] ，道教对汉学家来说虽是研究中国文化的一个题目，而对其他领域的研究者

来说却是异国一个与己无关的陌生宗教，道教研究者尽管可以百般强调道教的意义，但在其



他人看来这不过是敝帚自珍，旁人不必大惊小怪更不必过分看重。可是，五十年代以来，在

反思日本史的潮流中，学者开始为日本思想发掘新的渊源，于是注意到了中国道教在日本的

影响，本来，事不关己当然可以高高挂起，但是，当日本学界觉察道教竟然是一个与己息息

相关的宗教时，人们的兴趣点就开始往这里挪移。在五十年代前半叶一共十期的《东方宗

教》中发表的论文中，就有那波利贞的《关于道教向日本国的流传》（一）（二）、下出积

与《常世国的性格——日本道教史之一节》、《日本神仙思想的性格》、洼德忠的《日本的

守庚申——奈良县上之乡村调查报告》等论文，近年来，日本道教研究者更是对日本社会中

特别是日本神道教中的宇宙起源论、神仙思想、祈禳仪式、方技法术以及日本民间风俗习惯

中的道教影响因子一一进行了考证和梳理[3] 。特别是关于“天皇”名称的一系列研究，从

津田左右吉一直到福永光司、上田正昭、上山春平《道教与古代天皇制》，由于它涉及到日

本历史传统和现实体制的一个重大问题，更引起了道教研究者以外的学术界的注意，也引起

了欧美汉学界的兴趣。一九八五年九、十月间，日本和法国的汉学家在巴黎召开的“法日多

学科研究集会”中专门设立了一个会议专题，就叫“道教和日本文化”，而这个专题会议一

开始讨论的题目，就是福井文雅氏的《关于‘天皇’称号成立的一些问题》[4] 。更值得注

意的是日本著名学者福永光司，他的研究除了处理中国道教思想史本身之外，更是反复突出

道教与日本文化关系既深且广这一主题，在汉学以外的各个学科如日本的历史、思想史、宗

教史等学科引起了颇大的反响[5]。  

    其次，我想这与日本学者对于中国文化的重新认识有关。这种认识的来源似乎要追溯到

过去，以往日本对于中国的了解虽然比起欧美来要准确细致，但学术界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依

然常常是以经典史册的表述为基础的，说到中国文化总是孔孟、老庄、佛禅、理学、心学，

那一种悬浮在观念层面的宗教史思想史印象其实与中国社会实际生活相差一截，宗教史思想

史研究与其说是为了理解中国，还不如说是学者的书斋生活。但是，近代日本的崛起和近代

中国的变化使得日本学者才真正摆脱了同文同种同文化的意识和“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处

境，逐渐得以重新审视中国文化的真相，当他们换个尺度来看待中国宗教的实际意义时，他

们就意识到应当更贴近更深入地观察中国的社会，于是这时在中国生活影响深远的道教的研

究就被人们重视起来。还应该提到的是，在本世纪初到二三十年代，为了了解中国、中国人

以及中国的风俗民情，日本官方与学界曾对中国做了至今看来仍是相当广泛的民俗调查，其

中特别应当注意的是日占时期台湾总督府对台湾、闽粤宗教信仰的调查和二十到四十年代满

铁调查部雇用学者对华北东北的民间信仰的调查[6] ，这些调查的目的当然应该另当别论，

不过，它不仅影响了一批参与者的中国观，而且一直影响到战后，一批学者通过这些所谓

“惯行材料”看到了被经典、史册、论著等书面文字记载的历史所遮蔽的，真正支配中国人

生活的活生生的文化现象。于是，很多学者开始注意正统经典思想之外的东西，早年桔朴所

说的“要了解中国人，无论如何要首先理解道教”这句话[7] ，这时才真正被很多学者所接

受，例如宫川尚志《六朝史研究》（宗教篇）就指出，“中国宗教中，从宇宙主义的共同渊

源里产生了儒道二家，它们与外来宗教佛教相结合，形成中国的三教合一的体系。总的说

来，中国人对三教都相信，但是当他是道教信徒时，在他的心目中，道教就是中国文化的中

心。道教支配着士大夫的私人生活及民众的全部生活，它是与儒教之为公开性的正统宗教并

列而存在的”[8] ，又如，“了解道教就是了解中国文化”这句话，也被作为一个口号而写

在近年出版的规模很大的《道教事典》的宣传册上。 

    再次，我想这种道教认识的改变与西方汉学研究的启发也有一定关系。和我们东方学者

常常关注历时性的题目不同，西方汉学对于中国宗教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比较重视对在中国生

活中真正支配性的宗教现象的研究，也就是说比较重视对现时性的宗教信仰的社会调查和理

论分析。特别是法国的汉学研究者，他们一方面受到传教士亲眼所见的资料的影响，本来对

中国社会生活就有别一种理解的基础，一方面受社会学理论影响，极为看重社会底层民俗、

仪式、生活中的宗教实际对一个民族精神结构的影响，所以他们不太局限于中国经典系统的

历史观念和视野框架，如沙畹对泰山信仰和投龙简仪式的研究[9] 、葛兰言对上古祭礼和古



代宗教的研究[10]、马伯乐对道教的研究[11]，都与直接受经典史册影响而来的日本汉学传

统大相异趣，而三十年代以来影响很大的年鉴学派更是把研究的注意力与兴奋点从精英阶层

的文化活动和经典著作的文化记载转移到了大众平民的日常生活和民众社会的实际考察，于

是作为中国一般民众生活中重要内容的道教尤其是道教的仪式方法、伦理戒律、鬼神信仰就

从研究的边缘变成了中心[12]。二战后的日本汉学界与法国汉学界交往极深，自然受到一定

的影响[13]，吉冈义丰曾与Michel.Soymie合作编辑了《道教研究》一至四册[14]，马伯乐的

《道教》一书，尽管是四十年代的研究，但是在日本竟然连续发行了十二版，一系列的日本

法国双边汉学研讨会相继召开，一批后来在道教研究中成绩斐然的学者曾在法国留学或进行

过合作研究„„。我想，一九六八年第一次道教国际会议上法国学者在讨论道教研究的现状

和问题时提出的道院制度、道教与异端、道教与现代化、佛道关系、道教与方术、道教与艺

术、道教在政治史上的意义、来世观念、降神术、意识中的幻觉、房中术、道教内的相互关

系、思维模式等一共十四个研究重点，从事后看来，显然对日本的道教研究发生了影响

[15]。著名的道教专家酒井忠夫在七十年代回顾道教研究的历史时曾经感叹道，欧美以异质

文化的眼光看中国，对异于自己的文化现象特别敏感，故而常常能发现不少问题，而日本却

常常以同文同种、亚洲一体的思想去看中国，却往往不能象欧美人一样注意到问题[16]，也

许正是来自欧美的启发，使日本汉学界逐渐增加了对道教的关心。 

    最后，我想这与日本学者对于超越前人藩篱，探索未知领域的兴趣有关。日本近代汉学

的历史即使从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白鸟库吉、服部宇之吉算起，也有一百年的时间了，在

战前的汉学史上，如果不算所谓的“中国通”的话，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流派和各种各样的研

究，并且摆脱了传统的观念局限，但它关注的问题或焦点基本上还是以中国经典系统为中心

的上层文化，而对于典籍无徵的一般文化现象、文人贬斥的异端宗教信仰等等所谓“怪力乱

神”则并不是特别关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日本汉学对于中国的研究范

围逐渐扩展，除了佛教与道教的关系、道教的历史、道教与思想史、道教的文献等领域之

外，比如过去研究较少的戒律善书、斋醮仪式、方技数术、内丹思想、道教艺术等等，都成

了研究者感兴趣的话题，正如吉川忠夫在《中国古道教史研究》的序文里说的那样，那是一

个旷野般广阔的领域[17]，在这个尚未很好地开垦的领域中，他们不仅可以更深入而贴切地

体验到他们所研究的中国宗教的实存状态，还可以摆脱前一代汉学大师的笼罩，发掘出前人

未曾发现的新资料、新问题、新见解，尽管这些题目可能很冷僻很狭小，但这毕竟是自己的

发现与发明，我们知道，一个研究课题的价值常常是会随着研究观念的转换而升降浮动的，

当这些过去被忽略的题目一旦被放置在业已转变的宗教研究观念里的时候，它们可能已经有

了并不很小的意义。 

 

 

                  三  道教文献与历史：研究传统的延续 

 

 

    正是对本国文化渊源的关心、对中国文化的重新认识、受欧美汉学的熏染以及超越前人

探索未知的兴趣，不仅使得今年来日本汉学界对中国道教研究产生了异乎已往的热情，也使

得日本的道教研究渐渐拥有了不同过去的视角与方法。不过，在谈及近年来道教研究趣向与

变化之前，还是让我们首先看一看道教研究中的传统领域即文献与历史的研究。 

    文献研究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性领域，一九五二年出版的福井康顺《道教的基础性研

究》、一九五五年出版的吉冈义丰《道教经典史论》可以说是战后经典研究的代表作，前者

的第二篇中的《道藏论》和后者第一编《道藏编纂史》可以说与一九四九年中华书局出版的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一样，是道教经典研究中最重要的文献[18]，特别是后者，除了第一

编外，第二编《经典的研究》考证了六朝流传极广的道教神魔法术类经典《太上洞渊神咒

经》、敦煌发现的道教类书《无上秘要》残卷及《三洞奉道科诫仪范》残卷，对六朝时代也



就是道教最重要的时期的三部经典进行了细致的研究，第三编《古道经目录》则介绍了《抱

朴子》、《真诰》、《登真隐诀》、《上清三真旨要玉诀》、《周氏冥通记》、《无上秘

要》等等古籍中的引书情况[19]，我们知道，道教研究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被重重伪装遮蔽的

道经其时代无法确定，而考证道经的唯一途径就是首先寻找一些年代可靠的道教著作，以此

作为坐标定点，从它们的互相徵引中考察各种年代不详的道经的先后秩序，而吉冈氏的工作

正是这一考察的基础，所以福井康顺在此书的跋语中说它是“划时代的”，“开拓了许多前

人未曾涉足的领域”[20]。可以说，至今文献研究一直是道教研究的重要方面而且卓有成

效，尤其是敦煌道教经典的发现，更使道教文献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如大渊忍尔《敦煌

道经》和收在“讲座敦煌”中的《敦煌与中国道教》就是其中重要的成果[21]。关于具体道

教经典的研究，我们举几个例子：以上面提到的《太上洞渊神咒经》来说，除了吉冈氏的研

究以外，大渊忍尔《道教史的研究》近一步根据敦煌残卷考证出，古十卷本是从东晋到陈隋

这几百年间在江南分三阶段形成的，经文中的鬼世界已形成三十六天魔王、十方之鬼等系

统，其中已经受到佛教影响，有了因果报应思想[22]，而蓧原寿雄的《道教的鬼神》则对来

自江南的这部道经中的鬼神信仰做了很好的归纳和分析，使我们可以从中得知六朝道教鬼神

观念和民间的鬼神信仰[23]，加上山田利明、游佐升精心编制的《太上洞渊神咒经语汇索

引》[24]，应该说，日本学者的这一研究是颇为深入的，对于我们了解道教的鬼神传说、祈

禳方式、功德观念，了解当时道教在江南的流行，理解陈寅恪关于天师道与滨海地区关系的

论说是很有帮助的[25]；另一部重要的道经《无上秘要》的研究也很有成绩，砂山稔在《隋

唐道教思想史研究》中考证了通道观和此书的关系，指出通道观是以王延等华山云台观系、

终南山楼观系的道士为中心的，同时又有张嵩之、傅奕、长孙炽等文人和少量佛教徒，在

《无上秘要》中，可以看到道教的多样包容性，在宣说元始天尊之种民时，又兼容了儒家的

忠孝道德、更采用了佛教善恶报应思想与长生思想结合，而从建立通道观的历史则可以看到

在“道”的展开中形成有益于统治民众的道教教义的过程，同时，他又指出宇文迥《道教实

花序》与《无上秘要》的关系，并指出《道教实花序》是在《魏书释老志》和《隋书经籍

志》之间了解道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形态的一份重要资料[26]。而兴膳宏的《＜隋书经籍志.道

经序＞的道教教理——以其与＜无上秘要＞之关联为中心的考察》一文则极为详尽地考证了

《隋志》的元始天尊、开劫度人、传说年号、斋醮仪式、道教历史等等方面的叙述结构，及

其与《无上秘要》的深刻联系，既说明了《隋书经籍志》的《道经序》的各种说法都有其来

历，“不愧是道教史上堪称‘众妙之门’的作品”，也说明了《无上秘要》这部类书出现在

北周，实际上起到了一种承先启后总结魏晋以来道教思想的作用[27]；再如《真诰》是南北

朝时期道教的重要经典，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在八十年代曾以《真诰》的注释翻译为主要内

容组织过一个研究班，这个研究的成果之一，即吉川忠夫主编的《中国古道教史研究》，其

中除了一些精彩的阐述之外，关于文献本身的《＜真诰＞押韵字中所表现的语言特征》和

《＜真诰＞俞安期本成立时代的背景——明万历时期的文化人与道教》两篇，前者研究了

《真诰》产生前后时期的语音问题，实际上对此书的产生与流传的研究提供了另一种依据，

后者则考察了《真诰》在明代的流传和影响，尤其是关于屠隆和王世贞的信仰给明思想史提

供了有趣的资料[28]，这个研究班中的另一位学者麦谷邦夫编有《真诰索引》一巨册，这部

索引不仅给道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极其便利的每字引得，而且提供了用《学津讨原》本、俞

安期本等与《道藏》本对勘过的校本[29]。其实，现在日本有关道教经典的文献研究已经不

再是单纯的“书志学”，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它已经与宗教思想史的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有

机联系了。 

    传统的道教历史研究也依然保持了很高的水平。福井康顺的《道教的基础性研究》

（1952）、吉冈义丰的《道教之研究》（1952）、大渊忍尔《道教史的研究》（1964）无疑

是极出色的名著，在中国有过译本的洼德忠的《道教史》也不失为一部公允平正的通俗化历

史著作[30]。不过，对于中国研究者来说，应该特别提出来的是三部断代的道教史著作和一

篇宏观的思想史论文。第一部著作是宫川尚志的《六朝史研究》（宗教篇），这部出版于



1966年的著作是他另一部《六朝史研究》（政治社会篇）的姊妹篇，这并不是专门研究道教

的著作，而是对于六朝宗教史的全面研究，包括道教与佛教，还包括了民间的巫术信仰，令

人感兴趣的是他在序言里除了批评把道教视为迷信而不关心其研究的做法之外，还着重地指

出，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儒学中有天、命的预定论，还包含了占卜、阴阳五行等思

想，在宇宙作为“天”所安排的全体并具有伦理性这一定位意义上说，儒家是在理性主义、

现实主义外表下潜含了有神论的观念，它制定祭祀天地、山川、祖灵、圣贤的仪式，设孔子

像以祭奠，应该说它已经具备了宗教的意味，所以他在第五章《道教成立前史》中，特别在

后汉思想界的经生中寻找其宗教心情的源头，指出当时在经学、图谶、方术、老庄之间的兴

趣转移和后汉文化人知识谱系中的方术杂学，也是道教的渊源之一，这一说法无疑是富有启

发意义的[31]；第二部著作是秋月观瑛的《中国近世道教的形成》，出版于1978年，这是一

部对道教中传统伦理色彩极深、宋代以来很有影响的流派净明教的具体研究专著，古代道教

与近世道教的重要变化，是三教合一的趋势和社会伦理的强调，这在净明教中表现得很明

显，秋月观瑛氏从源流、文献、传承、思想的全面清理，基本上描述了近世道教的转化，尤

其是第八、九、十这三章中关于功过格与净明派关系的梳理，对研究道教在明清的世俗化有

很大的启发[32]，应该说他的研究是非常彻底的，至少到如今我还没有看到一部能在资料上

超过它的新著；第三部著作是砂山稔的《隋唐道教思想史研究》，1990年出版的这部著作中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此书中通过对隋唐道士刘进喜与《太玄真一本际经》、孟安排与《道教

义枢》、黎兴与《海空经》的关系的梳理，为我们勾勒了一个隋唐时代道教“重玄派”的轮

廓，不仅使得过去学者曾经注意到的成玄英、李荣这一支道教哲学史上的人物有了可以历数

的谱系，也使得唐代最重要的茅山一派道教思想的转变有了可以落实的渊源，不仅使唐初所

编《隋书经籍志》里关于大业中道士讲经“以《老子》为本，次讲《庄子》及《灵宝》《升

玄》之属”一句有了结果，也使唐末五代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所谓的“老子解重玄

派”一语得到确证，这样，隋唐以来的道教思想变化历史就有了一个顺畅的理路[33]。应该

提到的那篇论文是指福永光司所撰，发表在岩波讲座《东洋思想》第十三卷《中国宗教思

想》上册长达152页的论文《中国宗教思想史》，这篇论文也不是专门讨论道教的，不过其中

不少想法对于道教研究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不仅从宏观角度描述了中国宗教思想的历

史，提出了中国宗教思想史应该分为“孔子及其弟子到东汉即中国古典学术思想的定型”

（先秦到东汉）、“佛教东传与中国思想的对立与协调”（汉末到五代）、“佛、道思想的

批判与吸收及性理学昌盛”（宋代到明清之际）、“西洋思想的影响及清代考据学为主导”

（明清以后）四个时期，而且在各个思想史时期内他又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依据经典的思想

史问题，比如第一时期他提出的是上帝的信仰、最高神系谱、星辰中心的宗教思想、祭礼斋

戒神社祝祷的思想背景、五色四方的宗教意味、神与鬼的证明与沟通，这样，道教在中国思

想史中的渊源和定位就有了着落，显然他认为中国宗教思想史应该处理的并不是单个的孔

子、老子、墨子、荀子等理性的思想家，也不是过去思想史上分别处理的儒家兴起、墨家显

学道家之学、法家专制、黄老之学、独尊儒术、谶纬之风，而是一种在整体思想背景中，作

为真正实际生活指导的宗教观念系统，虽然这篇论文的第三部分并没有真正写出来，而是用

四篇并不相关的论文拼合而成，使我们无法全面了解他关于中国思想史的完整思想，但前面

两部分的叙述已经给了我们很有意义的启发。 

 

 

                    四  他山之石：研究领域的拓展 

 

 

    日本的道教研究界在传统的文献与历史研究上都无可置疑地成绩斐然，不过，对于中国

学者来说，特别值得注意的不仅是传统的文献研究，也不仅是早已有之的历史研究，而应该

是以下三类：道教状况及社会影响的实际调查，道教关键术语和概念的思想分析，道教戒律



方术仪式的综合研究。 

    前面说过，早在二战之前一部分日本学者就曾进行过中国宗教与习俗的调查，不过，那

种调查并不具有宗教学、民俗学、社会学的理论，而更多地是作为“中国通”了解中国民情

而积累的资料。但是，作为一种宗教的现代研究形态，实际的调查是宗教研究中不可缺少的

一环，这在西方宗教学研究中已经是常识。最近我在一篇论文中曾经说到，如果说两重证据

法即文献与考古资料的参证已经是史学家的常用方法，那么三重证据法即文献、考古加上田

野调查互相映证的方法应该是宗教研究家的共同手段[34]，这在中国似乎尚在初起阶段，但

在日本，则是五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五十年代以后，受到新的研究方法的启发，研究者开始

注意了宗教仪式、宗教法术、宗教经济等实存情况的研究，实际调查就越发重要。七十年代

以前，由于中国大陆与日本之间没有外交关系，一开始法国、美国、日本汉学界对道教的调

查研究主要是在中国的台湾及香港进行的，法国的施博尔、美国的萨梭之外，日本的大渊忍

尔也用了文部省科学研究费（海外学术调查）在台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他所编撰的

《中国人的宗教仪式》就是一部出色的著作[35]，另一个值得提出的是田仲一诚对中国宗教

仪式、宗族祭祀、民间戏剧的研究，在《中国祭祀戏剧研究》、《中国的宗族与戏剧》和

《中国乡村祭祀研究》这三部相关的著作中，他通过文献资料尤其是宗谱族谱的研究和社会

调查尤其是香港新界农村的考察，对中国南方农村宗法社会的组织、观念、仪式以及这种宗

教式行为的社会功能进行了极为细致的研究，涉及到关于中国宗族血缘关系的构成、血缘社

会的维系、宗法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冲突、民间文艺活动的社会功能等等一系列重要的问题

[36]。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大陆与日本关系的正常化，到中国大陆进行调查的学者也逐

渐增多，其中特别突出的成绩，就是蜂屋邦夫的《中国道教的现状》[37]。这部以“道士、

道协、道观”为副题的著作分上下两册，上册本文，记录了一九八七年预备调查中所调查的

北京、山东、上海、杭州、江西、湖北、四川、陕西的三十余所道观，一九八八年正式调查

中所调查的北京、四川、陕西、上海两省两市三十四所道观与十六所佛寺的人员、生活、仪

式等各类情况，并附录了一部分调查中所搜集到的资料，下册图版，收录了在上述调查中所

拍摄的各类照片，这是迄今为止我们能够看到的有关大陆道教现状的最全也是最新的资料，

相比起来，中国大陆道教学者在1993年出版的《当代中国道教》，就显得概述性太强而资料

性不足，平面的内容太多而深入的调查太少了[38]。 

    关于道教关键语词的研究则是近年来日本道教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这种研究的意义

是多方面的。首先，对于道教关键词语的历时性研究，常常是考察思想史脉络的一个方法，

因为某些词语的使用是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在不同时代著作里的不同表现，正好显现了思想

风气的演变和传递。前述《隋唐道教思想史研究》一书中就有关于“虚”这一词汇意义的研

究，在这一章的开头，他暗示，如果说《淮南子》中的“虚廓”、王弼《老子注》中的“虚

无”、陆修静著作中的“虚寂”和道教神谱中的“虚皇”、《本际经》中表示道性状态的

“虚空”表现了汉至南北朝时期的道家道教的思想，而司马光《潜虚》、张载“太虚即气”

说明宋代儒家思想家对“虚”字也有某种关心，那么，在对初唐到盛唐的“虚”这一概念的

使用情况的研究中，也能看到道家、道教思想史的一个侧面，同时也能补上南北朝与宋代之

间思想史的一个中间环节，所以，第七章《“虚”的思想》有一个副标题，就叫作“从初唐

到盛唐道家道教思想史的一个侧面”，而这一章的“结语”就指出，通过考察初唐到盛唐的

道家、道教思想家中常常使用的与“虚”相关的词汇，可以发现南北朝时代孟智周、臧玄静

等太玄派所尊重的《西升经》在唐代的流行、继承太玄派思想的成玄英、李荣为首的重玄派

在初唐的活动，及其对于盛唐茅山派司马承桢、吴筠思想的影响[39]，这样，“虚”字的研

究就成了历时性的思想史研究的一部分。其次，对于道教关键词语的组合性研究，有时是道

教思想结构研究的一种方法，因为思想结构基本上就是由若干相关的词语所组成的，通过对

一个思想体系内的各种词语内涵外延的分析和综合，可以发现这一思想体系的各个棱面，也

可以掌握这一思想体系的全貌。前面曾经提到的《中国宗教思想》一书，就收有神冢淑子、

小南一郎、蜂屋邦夫、麦谷邦夫、吉川忠夫等出色的学者所撰写的关于佛教道教中的“人与



神”、“时间与存在”等两类九篇词语研究，分别论述了“有神”与“无神”、“祭祀”与

“祈祷”、“罪”与“罚”、“迷”与“悟”、“始”与“终”、“古”与“今”、“长”

与“短”、“大”与“小”、“内”与“外”等等词语[40]，很显然，编者的意图就是以这

些两两对立的词语的辨析来构勒中国宗教思想的体系和这个体系的组成，因而此书关于词语

辨析这一部分的题目就是“中国宗教思想的特质”。再次，对于最重要的个别词语的多侧面

研究，有时则是思想与哲学研究中的有效方法，它常常能够通过一个词语的精细分析，梳理

一个民族思想与行为的核心奥秘，在这一类研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成果当然是小野泽精一、

福永光司、山井涌等人编的《气的思想》，这部在中国已有译本的论文集虽然不是专门论述

道教概念的，但其中也涉及了道教常常使用的一个关键性词语“气”，通过对先秦甲骨文、

金文、诸子著作中的“气”字、秦汉的“气”论、魏晋以下的儒家、道教、佛教关于“气”

的思想、宋明以来理学中的“气”的概念、近代文献中的“气”的变化等等的研究，论证了

“气”作为中国思想世界一个特别重要的词语，在不断的变化中，具有了生命的、社会的、

方技的、哲学的甚至文学的多种涵义，这些涵义在思想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意味，其中

在魏晋到隋唐这一段时期，本来“气”在道家中“并未被作为重要的概念提出”，而作为思

想的转换点，便是《老子河上公注》，它“作为道家和道教的连接点，对气有着相当的关

心”，于是，“在作为神秘性宗教而盛行的道教中，‘气’被纳入到合乎神仙旨意，具有哲

学和方术两重性的体系之中”[41]，这样，道教中关于“气”的概念的来龙去脉和内涵外延

都很清楚了。 

    在日本的道教著作论文中，常常还可以看到的是一些中国学者所忽略的仪式方法戒律的

研究。例如道教养生术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坂出祥伸所撰写的《道教与养生思想》、《气与

养生》及他所编《中国古代养生思想的综合研究》中所收的一系列论文[42]，中国大陆在一

段时期内，学者中对类似于房中的方术讳莫予深，在一段时期内，社会上对俗称为气功的方

术又过分热心，这使得学术界对这些领域有一种心理上的忌讳和回避，但是反观日本汉学

界，他们对于这一属于方术领域的道教内容的兴趣和热情常常超出中国学者的想象，他们对

于这一与生活有关的健身术的关心和研究也常常超出中国学者的理解，这方面的研究一直在

思想史和医学史两方面展开，而且还特别注意到了它与现实的影响，例如八十年代出版的三

卷本《道教》第二卷关于《道教与中国医学》的那一章中，竟然还涉及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在

中国刚刚兴起的一些风靡全国的气功及其与道教的关系[43]；又如与道教有关的中国民间信

仰与方术，我们可以看到洼德忠的《庚申信仰的研究》、今井宇三郎、酒井忠夫和吉元昭治

所编的《中国的灵签药签集成》[44]，前者集中在道教早已有之的“三尸”信仰与“守庚

申”方法的历史源流、操作方法、社会影响以及这一信仰与方法在日本的流传上，对这一信

仰与方法进行了彻底的研究，后者则集中了战前战后在中国大陆、台湾、新加坡、日本搜集

的不少灵签与药签，在德国学者庞纬（WERNER.BANCK）《中国灵签研究》（1976）之后对求

签仪式与内容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理，因为这些签现在已经很难搜集，在这些看似迷信的东西

中，不仅包含了中国宗教对人的命运、人的生理的理解，透过一层，还可以看到中国以及东

亚的思想世界很重要的价值观念，更可以了解中国与日本宗教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再如对于

道教的宗教戒律和伦理，在各种日本道教研究著作里也常常可以看到很好的研究，除了必然

要提到的酒井忠夫《中国善书的研究》（1960）和吉冈义丰《初期的功过格》（1962）之

外，还有不少论著，如楠山春树《道家思想と道教》对于戒律的文献学研究就很出色，他首

先将道教戒律与佛教戒律进行了细致的比较，指出道教的戒律受到佛教的影响，但又有差

异，从此可以看到道教这个基于儒教社会的宗教的特质，接着又对道教五戒、八戒、十戒分

别进行了考证，指出十戒受大乘佛教如《梵网》《大日》《涅般》《大智度论》之影响，然

后说明受戒之“清信弟子”即在家信徒的这一称呼是从“优婆塞”“优婆夷”而来[45]，这

样，就把道教戒律的来源之一佛教内容清理出来了，又如吉川忠夫的《静室考》，看似考证

一个很小的道教徒修行道术的场所，但实际上讲到了中国中世纪宗教徒生活与感情的问题，

他指出，这种道教徒用于忏悔请祷的地方在道教史上曾出现过由俗入圣的过程，“由于忏悔



的罪行的内容，从刑法的改变为道德的、宗教的，由世俗的改变为神圣的”，所以“静室”

在六朝的道教史上就逐渐有了宗教神圣的意味，而道教戒律也正是因此而介入了世俗的生活

[46]。中国学者对这些方面的忽略，半属有意，半是无心，有意的是一些学者总是在心底里

把这些东西看成是“迷信”而不愿意把自己的精力化在这些上不得台盘的内容中，无心的是

他们看资料想问题，常常沿袭上层文化人的观念，在经典中间寻找历史，在历史的表层寻找

思想，于是总是从典籍到典籍，从观念到观念，而那些仪式方法如求神、治病、祈雨、练

丹、结社、伦理、戒律却在宗教研究中不占多少篇幅，或者被安上一个“民间宗教”或“秘

密宗教”的名称安置在正宗的宗教史研究之外，可是，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真正支配了人们

的观念与行为的究竟是文化人心目中的经典和耳目中的文句呢，还是为民众解决生老病死、

困厄灾难的宗教仪式与方法呢？ 

 

 

                              五  结语 

 

    过去，我们总觉得日本汉学家们长于具体考证而短于总体把握，擅长局部研究而略于宏

观扫描。其实说起来，那是因为以内藤湖南、狩野直喜为代表的第一代汉学家们已经基本建

立了一个对于中国文化历史的观察框架和解释理论，当这一理论在总体上还没有被推翻，新

的框架和理论还没有真正建立时，后起的人们无法超越或逃避，为了不至于重复，只好在局

部对它修修补补，在专题上挣脱前人的笼罩。不过，道教研究似乎有一点例外，因为在道教

研究上，起初并没有已经建构的现成理论和框架，也没有宏观的全面的研究著作，这种前人

的疏略空隙处，恰恰就成了后人自立门户的地方，于是，全面反映道教与道教研究内容的两

部大书，一九八三年出版的《道教》三卷本和十一年后出版的《道教事典》，就成了日本近

年来道教研究总体成果的标志[47]，标志着日本汉学界对道教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理性

认识、基本完整的解释理论和相对稳定的研究框架。 

    一九九四年夏天，我在日本的日子里了解到日本学界对道教研究的浓厚兴趣，曾与一些

日本学者探讨过道教研究的方法与路径，也向日本同行谈到过中国道教研究的现状与前景。

我一直在想，日本道教研究的丰富经验和大量论著，既向中国学者提供了启迪，也向中国学

者提出了问题。这个启迪是，道教研究者不仅应该坚持传统的文献与历史研究，还应该对道

教的实际情况与深层影响作田野调查，对道教思想中的关键词语进行分析，对道教作为一个

宗教的仪式、法术、伦理、纪律等等进行研究，这是在研究中重构道教本相的必须；这个问

题是，道教作为中国的宗教现象，它有久远的复杂的历史，也仍然存在于中国社会的现实之

中，如果相信鲁迅和桔朴说的，它是懂得中国、懂得中国文化的关键，那么，我们对它的研

究是不是还远远不够？因为我们的实际调查太少范围太小，于是对道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实存

及影响仍估计不足，因为我们的思想研究还显得太平面化概念化，于是对道教在中国思想史

上的深层意义还不够了解，因为我们对道教的研究领域还偏于狭小和单一，似乎道教就是一

些思想家的系列或一些道教经典的系列，于是我们往往忽略了在民众实际生活中最起作用，

又是特别能够表现一般思想系统的仪式、方法、技术以及那些看上去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

那么，应该追问的是，研究著作中的“道教”会不会是一个悬浮在研究者观念或文字中的道

教概念，而不是一个真正在历史与现实中存在过的宗教实体呢？ 

 

                                            一九九五年三月一日于京西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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